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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对东亚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现代性”思考 
董悦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本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自 1942 年起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对“近代的超克”的论述与不断重述，使得日本通过对东亚“现代性”问题的不断
追问，进而表现出其对本国乃至整个东亚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普遍思考。对于“超克”的对象的“现代”，不仅表现出了与时局变化下
寻求本国本位及发展目标相呼应的流变，且其方法论视角下对“中国”与“日本”的解构和建构，使得在东亚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超
克现代”成为可能。这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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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外部”世界霸权体系的重组而渴

望跻身其中的“自身的欲望”，与“内部”工业化的完成而显现出

的对“故乡”的丧失和对“现代都市”的怀疑，共同构成了当时日

本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思潮[1]-58。这种“现代性”批判的思想

格局，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初见端倪，直至 1942 年召开的“近

代的超克”座谈会被正式确立，即转变为以“超克”西方为宗旨的，

对“脱亚入欧”的“文明开化”道路的再审视，和对“东洋”、“日

本”文明传统的再评估。而这一战时体制下具有浓厚色彩的意识形

态论，在 1959 年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而被竹内好等日本思想

家又一次提起，此后成为丸山真男、沟口雄三、子安宣邦、加藤周

一等日本众多思想家和学者对“近代的超克”之议题不断重述、论

辩的基础。 

一、近一个世纪“超克”视角下的“现代”论发展演变 
关于“超克”之对象的“近代”（“现代”），董炳月(2017)在《竹

内好的“现代”话语——从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一文

中对“近代”一词所指含义进行了详实的考察。对于在日语和现代

汉语中所指不同却概念有所交叉的“近代”，在时间维度方面，前

者所指的“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与后者所指的“1840 年鸦片战

争至 1919 年五四运动”，二者在开始“现代化”这一“属性”上出

现了交叉点，因此“近代的超克”这一议题中的“近代”应属于“属

性”性质的“现代”，从而解决了学术界在“近代”与“现代”的

指代问题上始终存在的概念错位现象[2]147-149。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

就可以明白，自 1942 年起在不断被重述的“近代的超克”论中，

随视角与时代背景的不断转变而演变的中日两国学界对于“近代”

抑或“现代”的表述中，所存在的根本属性的同一性。 

但是，面对同属性的“现代”，作为“超克”的对象，对其问

题的本质性探讨，却表现出了与时局变化下寻求本国本位等发展目

标相呼应的流变。 

作为战时体制下国家与民族意识形态的产物，二战期间所批判

的“现代”，即“超克”的对象，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

思想下“文明开化”的现代化道路，即所吸纳的西方文明在“法国

革命后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

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铃木成高）”，也是“竹内鲁迅”象征的

“东洋的抵抗”所“抵抗”的西欧式的“原现代”。而“超克”后

所追求的“现代”，是寻求日本在世界道德新秩序下的精神文明的

不断诉求，其实质是以大东亚战争为幌子的、对日本在世界霸权地

位中的反复确认。 

战后，盟军的对日占领、《美日安保条约》及其日后安保斗争

下美日战后关系的另一层“深化”，使得日本在对国家主体和主权

的认识上不断推进，也使得日本在对“超克”对象的“现代”的认

识论中，表现出对思想内部的反思，及其与历史间相互关系的对比。

是对“物质文明哲学”的再度批判，也是对“精神文明哲学的”再

度追求的全面开启。竹内好在一方面批判继承了战时的“超克”论

的基础上，指出应“超克”一味模仿西欧的缺乏主体性的“现代日

本”。丸山真男从战中“幕藩体制对主体人格的制约”到战后对“天

皇制及其思想和社会结构病理”的批判性转变，展现出的是对“压

制主体性思维的思想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尽管两人在方法论以及

对“传统”批判性继承的视角上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对日本“主

体人格”和“主体性思维”的诉求，强调日本人“主体意识”的建

构。使得对“现代”的诉求更加趋于对与“物质文明哲学”相对的

“精神文明哲学”的追求[3]。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在世界霸

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正式确立。对于“现代”论题的把握将视点置

于“漫长的二十世纪”和“即将到来的新二十一世纪”的交叉的十

字路口。回首过去，在对人的“自主能动性”之“现代性精神”追

求的阐述中，一以贯之的是“东洋”对“西洋”的视点和逻辑，其

中不乏包含着“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调。

其希冀不断“超克”的“现代”，不乏包含着西方文明的“东方主

义”视角下的各种“现代性”话语阐述。反欧洲中心主义、反殖民、

反帝国主义的诸论调，最终不免流于“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关于独特

东方的他者化认识论”，即“普遍性的西方/世界”，使得“‘近代的

超克’的历史实践，依然是以西方现代性为核心的世界史的变奏之

一”[4]-116-117。在面对诸如此类的“现代性”的危机化表述下，子安

宣邦与加藤周一等人站在世界史的他者视角，立足于日本近代文明

史的外部反观“日本”与“现代”，试图弥补“超克论”一直以来

缺失的“对东亚各国主体性认可的他者视角”[5]。 

二、“现代的超克”之方法论的“中国”和“日本”——
以子安宣邦和加藤周一为中心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近代的超克”之论辩中涌现的众多

方法论，都绕不过“东亚”这一命题，而“东亚”内部存在诸种关

联的“中国”和“日本”更是细化之后的本质问题，也是以“西欧”

为参照的对“现代化”不断解构与建构的依据。从竹内好的“中国”，

即“作为方法的亚洲”主张下建构的“竹内鲁迅”，到沟口雄三的

“中国”，即“作为方法的中国”中的历史性表述，在子安宣邦看

来都是相对于“方法”而存在的“实体”，成为了包含“东方-西方”

的二元对立构式的“东方主义”西欧化叙事的表征[5][6]。子安宣邦批

判了其“实体化”的“东亚”，而提倡“方法化”的“东亚”，而建

构出的包含“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即“作为方法的江户”，正是

在这一思想下形成的解构帝国主义西欧叙事的“概念”的（“方法

的”）“东亚”。加藤周一的“中国”和“日本”也是在这样一个“多

元主义”结构中被建构出来的。其“杂种文化论”所强调的日本民

族的自我认同意识与对日本传统的“合理性”价值的再评估，是以

否定“现代化=西方化”构式并承认“现代”在日本发展过程中的

自发性呈现为前提的[7]-291。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超克论”中对“中

国”和“日本”的解构与建构呈现出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

变，其本质是在世界史维度下对从“日本”外部转向其内部的“传

统”意义的再评估和自我意识的重构。而其内部所存在的，是在“传

统”这一价值基准上作为不可分割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问

题，其外显形式是以“文学”和“艺术”作为方法的又一层表述。 

“近代的超克”之论辩所涌现的众多方法论中，出现的另一个

明显的特征，即是在东亚史抑或世界史视域下，对“文学”和“艺



理论探讨 

 169 

术”这一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构式的、“多元化”的重述，

体现的是对“传统”及本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情感的挖掘和评述。加

藤周一表示：“文学是从特殊性向普遍性运动，民族性也就是特殊

性的一部分”，“从文学上来说，第三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从

文学的特殊性向世界性运动的过程”[7]-446。加藤周一所提出的“冲

突与融合”的日本文学发展模式下，“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与

外界交流的主体性”的辩证统一的“文化多元主义”，为日本文学

和文化的“杂种性”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参照[8]-499。而“超克

论”中，对“徂徕学”的解构与建构似乎是始终难以绕开的一个重

要问题。丸山真男基于“徂徕学”所开拓的“人的主体”立场而发

展的“古层”论对“文化潜意识”的“传统”的深入挖掘，与加藤

周一受到“在原理的普遍性中还原时代的特殊性”这一“徂徕学”

的“第二特征”[8]-22 的启示、对“现世主义=现在主义”的“日本人

论”的批判，都旨在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从而实现“人的主

体性”。另一方面，其探讨的本质又可以回归对“汉字”这一“他

者”的认识上，是对“汉语”和“日语”、“音读”和“训读”中“汉

字”存在的“自觉”，是对与“中国”关系的不可回避事实的笃定

与在这一事实发展下寻求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对东亚“汉字文化

圈”下“东亚一体论”的理解和阐述。 

三、东亚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超克现代”的可能性 
竹内好“现代”论的“偏离”、丸山真男“现代”论的“未竟”、

子安宣邦“现代”论对“方法化”的追求、加藤周一“现代”论对

“传统”的“回溯”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现代的超克”

命题的各种“虚像”与“实像”在对前人的不断批判、否定以及再

评估的进程中逐渐趋于饱满。子安宣邦曾充分肯定竹内创造出的

“作为憧憬的中国革命”形象所代表的近代日本人思想体验的价

值，其“现代论”所追问的世界史意义上的“现代”，也是 20 世纪

东方“现代”的实现方式，“对以沟口为代表的战后世代研究者和

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237.240。但“现代的超克”在从战时为大

东亚战争造势到战后逐渐发展为“日本明治以来的普遍性问题”的

过程中，渐渐从历史的“特殊性”中抽离出来，而另一方面，却又

在“普遍性”内在化逻辑中，抨击“西方的普遍性论述”，在“普

遍的特殊性”和“特殊的普遍性”的双重论调中，一边实现着对“西

方普遍性价值”的挑衅，一边造就了民族激进主义的诞生，最终只

能使得“现代的超克”命题在无止境的“失败”中完成其“未完成

的现代化”进程[4]-117。子安宣邦和加藤周一一再强调“历史问题”

和“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这种“消解历史的可能性”中谋

求“超克现代”的可能性，实现中日两国在“东亚”的和平稳定与

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突破了以往“中-日”、“东洋-西

洋”的双边框架，在日本文学中加入了“第三世界”叙事的基础上，

实现了日本战后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的关注[8]-488-489。这种文学

上从“特殊性”向“世界性”过渡的过程，即第三世界走向“世界”

的过程[7]-446，是需要世界各国相互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完成的事业。

在全球性问题突出、国际情势不断变化的后疫情时代，以更加发展

的眼光和更加宽阔的视野看待“现代性”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今后的

未来走向，对在“东亚”建立各国长期有效的相互克制、相互协调

的合作发展机制，增强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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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对“民主”的重要价值进行了强调。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使得

我国公民在民主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的普及就应当注重

将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引导我国民众对如何实现民主、如何承

担责任、如果正确行使权利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 

（二）建设网络政治参与以保持参与渠道畅通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也正

因此，传统的参与渠道显得效率过低，手续也过于繁琐。 

要解决沟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政府应将整体的工作重心放在

网络政治的建设中，以信息为媒介，以网络空间为载体，创建更具

有普遍适用性的新型政治参与方式以影响政治过程。而针对其在目

前出现的技术问题和设备问题，应主动应对以解决而非被动地接受

其负面影响。如，政府可以在财政建设的过程中拨款铺设信息网络，

安装电子设备。尽管在部分落后地区，信息化可能未成为刚需，但

站在未来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信息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地方铺

设电子设备，只会反作用于地方，加速拉动地方发展。 

当然，设备的铺设和普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完成。政府不可

以因为重心偏移，就彻底舍弃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在整体视角

下，传统的渠道作为信息化的补充和临时的替代方案，还是有其存

在与进一步改进的必要的。 

（三）加速法律体系完善，强化监督意识 

要给文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法律体系的完善必不可少。当

下的政府已经注意到法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相互结合。但

从客观角度上来说，法治建设的速度过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意

味着政府应当调整针对其进行的立法步伐。在尚不成熟的政治文化

推向社会的过程中，政府不应太过追求完备的配套法律的研究，而

应该首先给出法律框架，在设定法律红线后，对具体内容进行逐步

完善，这样才可以保证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步调一致，相互作用。 

与此同时，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要加强对相关活动的监管意

识，避免使法律因为缺少主体而成为一纸空文。 

结语 
民主的运行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

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化对于社会和制度的重要性，在考虑文化的过程

中，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为一个参考要素，而要考虑到其持续性

和发展性，将其看作滋生一种社会氛围的土壤。 

在这样考虑的基础上，我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最为合适的选

择。尽管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客观的社会环境还无法满足其在主观

上的传播效率需求，但相信，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良好的政治文

化生态一定可以极大推动我国民主社会构建的进程。 

 




